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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政策反馈解释：
基于杭州与旧金山的案例比较

郭　 跃　 洪婧诗　 何林晟

【摘要】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为政府治理赋能，然而
不同城市对于是否采纳人脸识别技术存在不同的政策理念与方案。研究聚焦人
脸识别技术，选择中国杭州市与美国旧金山市进行双案例比较，运用基于政策
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框架，解释过去政策如何塑造利益相关者的观念行为，进
而影响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通过对双案例的比较发现，以理性行为为前提假
设的技术接受模型无法完全解释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
的行为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形塑；作为制度因素的“过去的政策”可通过资源效
应与解释效应塑造利益相关者的观念与行为，但资源效应与解释效应的不同组
合可能带来积极或消极的政策反馈效应，进而对政府技术采纳带来不同的影响。
研究在技术采纳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政策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框架，揭示了
影响政府技术采纳行为的制度因素以及“过去的政策”作为制度环境影响政府
技术采纳行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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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每一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都会对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国

家的治理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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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去中心化，并推动了政
府治理工具的信息化。近年来，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也对公共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断涌现的机器学习、人脸识别等新
兴技术在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带来重大影响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政府治理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趋势（苏竣、黄萃，２０１９）。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正在为政府
治理赋能，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社会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驱动了政
府机构改革（米加宁等，２０２０ａ），逐步实现从粗放式治理向精准式治理转变。
政府在应急管理（梁正，２０２０）、环境治理（薛澜、张慧勇，２０１７）、城市治理
（周博雅等，２０１８）、养老（贾妍等，２０２０）等公共领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公
民提供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使得治理效率大大提升。例如，在社会治安领域，
通过研判群体认知和心理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准确感知、预测社会安全运
行的状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重大安全事故进行预警，辅助政府行政官员决策，
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刘波，２０１８）；在政务流程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政务
服务并促进其自学习、自适应和自服务，在营销、受理、审批和监督等流程中
为政务服务赋能，重塑当前的政务服务流程，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流程再
造，将“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至“人工智能＋政务服务” （刘晓洋，
２０１９）；在公共决策优化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政策过程，强化了政府基于循
证的政策制定（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使得公共政策决策模式的科学
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评估的准确性，以及政府在横向（部门）和纵向
（央地）的协作治理上得到优化和提升（苏竣等，２０２０）。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政府与企业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取得
了卓越的成效。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对政府治理
变革的实践和理论产生深刻影响，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引擎”（陈振明，２０２０）。

放眼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进程愈演愈烈。世界主要大国开始
陆续发布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以期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领域
夺得话语权。然而，不同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的管制态度以及应用程度却并不相
同，特别是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是否采纳、如何采纳人工智能技术存在不同的
政策选择。有的国家（如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积极乐观态度，它们更多关
心技术革新带来的“有意义的前景”，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乐于接受“技术红
利”，愿意主动承担可能的技术或社会风险，来推动新兴技术嵌入政府治理（米
加宁等，２０２０ｂ）；而有的国家（如欧盟成员国）则持谨慎保守态度，以监管为
导向来推动人工智能的普及和使用。这种情况在政府采纳与推广人脸识别技术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人脸识别技术在商业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美
国旧金山市于２０１９年立法，禁止公共部门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要求
市内各机构、分局或下属部门，均不得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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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公开表示正在考虑立法禁止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
应用。然而在中国，人脸识别技术却正在安防、金融及社区治理等领域被大力
推广应用，日益成为政府治理与决策的重要依赖。如杭州大力推动智慧安防小
区的建设，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于社区治理，试图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那
么，同样是在人脸识别技术研发与商业开发领先的杭州与旧金山，为什么杭州
与旧金山政府技术采纳的结果不同？这些影响因素又是如何形成的？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研究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反思以理性行为为假设的
传统的技术接受模型对于政府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力，进一步关注制度环境何
以影响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提出基于政策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模型，并运用
该框架进行杭州与旧金山的双案例比较。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一）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制度环境的视角
２０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是信息技术的产生和蓬勃发展。信息技

术变革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并不以自身发展为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
发展目标：驱动经济和社会变革（世界银行，２００７）。在这一过程中，公众、企
业和政府对技术的采纳与应用是信息技术发挥深刻影响的重要前提（张楠，
２０１０）。因此，信息技术采纳和应用一直是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有学者试
图通过信息技术采纳的研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技术采纳
决策？为什么同样的信息技术在一些场合被接受，在另一些场合却被拒绝？

Ｄａｖｉｓ （１９８９）基于理性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建立的技术
接受模型是最具影响力的微观个体行为模型。技术接受模型指出有用性认知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和易用性认知（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ｓｅ）是态度形成的两大
决定性因素，且易用性认知对有用性认知有一定影响。其中，有用性认知是指
认为使用某种特定技术能够加强工作表现的程度，易用性认知是指认为使用某
项特定技术的容易程度。技术接受模型指明态度、意图与实际使用行为的关系，
认为态度直接影响意图，进而影响实际使用行为。该模型一经问世，对该模型
的重复与验证研究随之而来，不少研究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如
拓展行为意图影响因素、态度决定变量，并对外部变量的具体含义进行细化
（Ｗｉｘｏｍ，２００５）。早期研究大多遵循“影响因素—态度—意图—实际使用行为”
的路径，而在后续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则倾向于省略态度的中介作用，遵循
“影响因素—意图—实际使用行为”的路径（Ｄａｖｉｓ，１９８９；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０；Ｖｅｂｋａｔｅｓ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但这些修正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技术接受模型基
于理性行为的基本假设，即认为用户采纳技术是在自我意志控制下的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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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个体真正认为某项技术对其有益时，才愿意采用它，同时这项技术的采
用过程又不能耗费使用者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张楠，２０１０）。

然而，技术采纳的主体并非总是个人，还有以政府或是企业为代表的各种
组织。个人技术采纳行为的丰富研究为组织的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研究提供了良
好借鉴，但组织技术采纳行为并非个人技术采纳行为的简单加总，因此在影响
因素上也有更为复杂的考量。在技术接受模型的指引下，个人技术采纳研究一
直遵循着“效率逻辑”，即每一个微观个体都可以基于理性的思维对技术的有用
性、易用性及风险等特质进行判断，进而做出选择。然而，对于组织行为而言，
组织并非完全受效率逻辑主导（周雪光，２００３）。制度学派就指出，效率逻辑不
能解释组织的“非理性行为”，如当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同样成熟，且确实能够
重塑政府政务、带来实在的好处时，为何杭州与旧金山仍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为回答这类问题，制度学派指出，不仅要从组织内部去解释组织现象，还要从
外部环境的角度去解释，要走出理性并超越科层制。因此，受制度学派启发，
组织技术采纳研究将环境尤其是外部环境纳入考量，并提出了组织层面的技术
采纳模型———ＴＯＥ模型（技术—组织—环境） （陈文波、黄丽华，２００６）。Ｔ
ＯＥ模型关注不同因素对于组织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首先，组织的技术采纳
行为受到技术客观特征的影响，如技术的更新速度、兼容性、相对优势、复杂
性、可试验性与可观察性、风险等；组织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组织的类型、规
模、范围、领导者支持、组织成员态度等变量上；外部环境因素指向组织所处
的“市场”，对于企业而言还包含政府政策等的影响。然而，ＴＯＥ模型的使用
本身存在许多争议。与其称之为模型，ＴＯＥ更像是一个对组织技术采纳影响因
素进行分类的分析框架，由于其可纳入的要素过多，反而使得信息技术采纳研
究失去了焦点而模糊不清。此外，ＴＯＥ模型作为一个静态模型，未能捕捉各影
响因素间的互动，更对制度环境缺乏关注（李梅等，２０１６）。对此，学者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也尝试运用“压力—准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框架
解释相关因素对政府技术采纳与应用的影响，这一研究突破了传统的ＴＯＥ模
型，并在时间维度上从技术采纳延伸至技术应用情况。

如今，政府采纳信息技术正在重塑政府治理，政府的信息技术采纳成为不
可避免的学术话题与实践热点。一些关于政府采纳社交媒体的研究初步揭示了
政府间竞争与学习（Ｍａ，２０１３）、上级压力（Ｍａ，２０１３）、公众需求与压力
（Ｌｉ ＆ Ｆｅｅｎｅｙ，２０１４）及公众参与意识（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３）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但对制度环境缺乏系统的讨论与分析，也未解释“过去的政策”何以影响政府
的技术采纳行为。与企业组织不同的是，政府组织的变革会受到更多的外部环
境的影响———政府既需要实现内部的绩效管理，又必须对组织外部的公众负责。
因此，理解政府采纳信息技术的行为逻辑，需要通过观察外部环境与组织的互
动建立分析框架，剖析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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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反馈：制度环境影响政府技术采纳行为的政策科学解释
如果将公共政策视为一种正式制度，政策科学则为从微观视角解释制度何

以影响组织行为提供了中层视角。当代政治生活中，政策的产生通常发生在已
深受现存政策影响的环境之中（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近年来，政策科学研
究开始将政策当作“原因”，关注政策如何通过政策设计、资源分配及政策执行
影响利益相关者，如大众、政治精英及利益集团等的观念与行为，从而影响未
来的政策制定过程（Ｂéｌａｎｄ，２０１０；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ｏｓｓ，２００４；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学术
界将这一新兴理论称为政策反馈（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政策反馈提出“政策塑造
政治”，突破了传统将政策视为政治的产出的视角，提出政策通过分配资源、改
变认知能够重塑政治环境及与政治环境的互动（Ｐａｔａｓｈｎｉｋ ＆ Ｚｅｌｉｚｅｒ，２０１３）。换
而言之，在政策舞台上，利益相关者在塑造政策产出的同时，也被政策（或制
度）与政策过程所塑造（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 Ｓｏｓｓ，２０１４；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这种双向的
影响彼此交织、互动，进而引发新一轮的政策变迁。

政策反馈的两种主要机制是资源效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和解释效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资源效应是指政策可以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提供资源而对其
产生激励作用，这里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如资金等，也包括非物质的资源，
比如权力或者接近公权力的途径。公共政策可以直接为公众提供报偿、商品以
及公共服务，从而抵销公众参与的成本，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也可以通过提
供资源，改变利益集团的能力，或激励利益集团改变其政治目标，甚至是促使
新的利益集团出现（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
政策反馈效应还来源于政策的解释效应。解释效应是指过去的政策通过传达信
息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公共政策能够重新塑造公民对于政府和自己公民身
份的看法从而影响未来的政治（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７；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３）。这一机制阐述了政策是如何影响公民的主观经验，以及对于他
们的地位、身份和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认知。先前的研究认为，相较于政策的
制定过程，实际的政策结果对公民的影响更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决策，
更多公民是基于个人经验做出评价的（Ｒｎｎｅｒｓｔｒａｎｄ ＆ Ｏｓｋａｒｓｏｎ，２０２０）。对于直
接经历政策的人来说，他们的直接经历和感知的收益或损失能够塑造他们对政
策的看法和态度，从而产生政策反馈效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Ｋｕｍｌｉｎ，２００４；
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ｏｓｓ，２００４；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此外，除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政策
解释效应也可以影响其他公民的态度，如促使其他公民形成对不包括自己在内
的社会某个特定群体成员的看法，这些影响都是通过具体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实
施来形成和传递的。

政策所塑造的利益相关者的观念与行为最终会影响下一轮政策决策，带来
不同的政策结果，即积极的政策反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或消极的政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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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政策反馈的历史制度主义
分析者提出锁定效应（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锁定效应会导致政策反馈产生自我强化
的效果，巩固现有的政策即产生积极的政策反馈。Ｐｉ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的研究普及
了这种对政策反馈的看法，他认为政策产生的激励措施可能会导致其他可替代
方案的成本增加，阻止人们退出当前的政策路径，从而有效地“锁定”了先前
的决定，长此以往，则会产生路径依赖（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遵循这一逻辑，学
者普遍关注到了政策反馈对公众的影响：政策通过在受益者之间创造利益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３；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９２）、引发适应性期待、提供信息和意义（Ｍａｕ，
２００４；Ｓｖａｌｌｆｏｒｓ，２００７），使得已经存在的政策在下一轮政策选择中更具吸引力，
并增加了政策变迁的成本（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Ｊａｍｉｅ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１３；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１）。与
此同时，部分研究者也提出质疑，认为路径依赖并非常态（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
Ｈａｃｋｅｒ，２００４；Ｐａｌｉｅｒ，２０００；Ｔｈｅｌｅｎ，２００４），他们观察到了广泛的自我破坏的政
策反馈效应，并认为这种政策反馈效应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因为一系列自
我破坏的政策反馈效应可能正是渐进性变革产生的基础（Ｊａｃｏｂｓ ＆ Ｗｅａｖｅｒ，
２０１５；Ｓｔｒｅｅｃｋ ＆ Ｔｈｅｌｅｎ，２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ｎ，２００４）。尽管政策带来的资源、信息等可
能会产生沉没成本，从而导致锁定效应，但通过政治动员、结盟和框架也能够
逆转积极的政策反馈，避免锁定效应的僵化（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Ｊａｍｉｅ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１３），
同时，政策的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也有可能产生政策制定者不可预见的其他后
果。Ｗｅａｖｅｒ （２０１０）认为这也可能是消极的政策反馈的成因，并将这种消极反
馈描述为“产生往往会破坏而不是加强一套特定政策的政治、财政或社会可持
续性”的政策后果。当积极的政策反馈与消极的政策反馈同时存在时，最后的
结果取决于积极的政策反馈与消极的政策反馈之间的较量（Ｗｅａｖｅｒ，２０１０）。然
而，政策本身也不是决定反馈效应的唯一因素，“公共政策塑造政治的能力是偶
然的、有条件的、有争议的” （Ｐａｔａｓｈｎｉｋ ＆ Ｚｅｌｉｚｅｒ，２０１３），政策的反馈效应不
仅取决于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还受现有制度的影响（Ｈａｅｄｅｒ，２０２０）。

（三）理论框架：基于政策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框架
研究将政策反馈视角引入政府技术采纳研究中，以期弥补已有相关技术采

纳行为的研究对制度环境重视的不足。政府信息技术采纳的决策吸引了许多利
益相关者，如大众、科技企业等的关注，而在已有的政治环境中，过去的有关
政策也已经通过相应的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塑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政府技
术采纳的看法、态度与观念，并激励或改变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这些观念
与行为进而影响了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借助政策反馈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制度环境与政府间的
互动是如何影响政府技术采纳行为的，提出基于政策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框架
（如图１所示）。该框架试图从制度视角理解政府技术采纳行为，并运用政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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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理论探讨制度的产生与变化：过去的公共政策如何影响政府技术采纳决策，
进而对未来的治理变革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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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政策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差异：中国杭州与美国旧金山的案例比较

（一）研究方法：最相似系统设计
研究运用了最相似系统设计（Ｍｏｓ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ＭＳＳＤ），选择尽可

能相似的案例以保证尽可能多的无关变量保持不变（Ａｎｃｋａｒ，２００８）。为考察制
度环境对政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我们选择了在技术因素上表现相似的两个
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杭州与美国旧金山在人脸识别技术上有着相似的研发
成熟度，但最终却对政府采纳技术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策。因此，选择中国杭
州与美国旧金山的案例，能够探究技术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政府采纳技术行
为的影响。我们搜集了两个城市最终决定政府采纳或是不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
结果政策（即杭州的《杭州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实
施方案》和旧金山的《停止秘密监控条例》），以及决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
观念与行为，展现了利益相关者观念行为对结果政策的影响，并分析了造成利
益相关者对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观念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

杭州与旧金山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成熟度相似，在人脸识别
乃至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属于国际领先的城市，并率先运用到商业领域，具有较
强的可比性。在人工智能席卷全球的当下，杭州作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跻身中国人脸识别领域第一梯队；旧金山则更是当之无愧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高地，也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绝对的焦点。据德勤中国《中国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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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８）显示，在中国境内，杭州多项指标位列榜首，其中算力
第一、专利第二，智能生活和智能城市管理分列第一和第三，企业数量和人才
数量均为第四。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且坐拥“新四军”
（浙大系、浙商系、海归系、阿里系）等名校名企组成的研发机构，人工智能发
展具有良好前景。与杭州类似，《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２０１６）
指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旧金山湾区人工智能新增企业数超过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总
数的三分之一，而旧金山拥有的人工智能企业占旧金山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的四
成以上。此外，旧金山湾区积极承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人工智能论坛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并汇集了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顶尖的研究型高校。在顶层设计、
要素质量及算法突破等方面，杭州和旧金山都有着优越的表现，具体到人工智
能产业中有着广泛应用前景的人脸识别领域，两地更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虽然杭州与旧金山人脸识别技术的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均为国际领先，
但两地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在政府中的采纳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杭州，人脸
识别技术已经在公共部门得到采纳并正不断拓宽其应用场景，而旧金山则于
２０１９年立法禁止公共部门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二）主动探索：杭州积极拥抱“人脸识别”
２０１９年４月５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杭州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指出要“大力推进……人脸识别等数字化惠民
应用接入，全面提升政务服务窗口综合服务水平”，“人脸识别＋政务服务”的
形式成为杭州市探索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典型模式。事实上，在人脸识别技术
运用在政府治理以前，人脸识别技术早已在商业领域中被广泛运用，其中集中
体现在支付宝的“刷脸支付”功能，已经在杭州市民中取得了较高的接受度。
随着杭州市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不断加快，人脸识别技术在杭州市公共
安全、政务服务、社区治理及交通管理等领域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治理
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以公共服务为例，为解决“如何证明我是我”这一尴
尬问题，杭州市公安局持续推进“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技术应用，推广使
用“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实现了全市公安办事窗口全部业务“刷脸可
办”。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推广应
用工作现场会。杭州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从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
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统筹推进，共享“可信＋”红利。未来，“互联网＋可信身份
认证”技术还将在旅馆入住等更多场景得到拓展应用，满足群众更多的日常生
活和工作办事需求。人脸识别等新兴技术的加入，推动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杭州公安政务服务全面进入“刷脸时代”。依托在政策资源、技术研发、人才储
备及场景应用等方面的优势，杭州主动探索并大力发展新兴技术，不断拓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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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识别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应用场景，使得人脸识别技术成为政府推动智慧
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杭州市凭借率先实现全市人脸识别比对系统数据联网，
成为国内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模范城市。

早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规划复杂动态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应
用。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该计划指出要加强组织实施，建立健全政府、
企业、行业组织和产业联盟、智库等的协同推进机制；在资金方面充分发挥工
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现有资金以及重大项目等国家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的引导作用，并鼓励地方财政对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与此同时，
还要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鼓励政府部门率先运用人工智能提升业务效率和管理
服务水平。这一计划释放了国家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的信号，鼓
励地方政府对该领域加强关注，并率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政务服务。在资
源配套上，国家也从资金、政策资源两方面出发，为科技研发企业等提供良好
环境。在该计划的指导下，国家有关部门还发布了系列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及其
应用的文件。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科技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建设工作指引》，有序开展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充分
发挥地方主体作用。文件指出，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基础设施健全
且支持措施明确的城市可以申请试验区，经综合论证后方可启动建设，科技部
将从政策、资源等方面对试验区建设给予支持。《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带来的政策利好成为地方政府、科技研发企
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面对中央号召，杭州市政府积极回应，
商请支持杭州市和德清县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１７日，科技部回复《关于支持杭州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的函》，表示将积极配合杭州推进试验区建设，协调研究解决相关政策问题，根
据评估结果给予激励和支持。随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出台
《杭州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若干政策》，有序开展试验区
建设。

杭州市政府采纳信息技术已有先例，并积累了良好的民众基础。自２０１６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概念以来，信息技术与政务融合的
速度逐步加快。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创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打
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在中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之后，浙江省成为“互
联网＋政务服务”的典范，集中体现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浙江省提出“最多跑一次”
改革，进一步强调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在实践中，政
务服务网通过集中公布办事指南，统一事项标准，开通“办理申请、快递送达”
渠道，受理政务咨询投诉与举报，逐步实现了群众和企业用“点鼠标”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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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上门”。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省市县三级政府办事项目开通网上申请的比率均
达到１００％，全省６３ ６％的民生事项实现“一证通办”（陈新忠，２０１９）。根据
２０１７年９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调研报告，
“最多跑一次”改革效果显著，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信息技术在政府的运用使
得政务流程等有了实际的转变，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办事更加方便了，群众办事
一次成功率达７６ ５％，超半数群众在３０分钟内办完事，且绝大多数群众认为办
事比以前更好了（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２０１７）。

在杭州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杭州市各公共部门已经在交通运输、应急管
理、公安政务、社会保障和市场监督等多个民生领域采纳了人脸识别技术，确
立了人脸识别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实名制购药为例，杭州市
医疗保障局推动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完成人脸识别系统安装工作，从２０２０年６月
２９日的数据看，１２８７６人次的购药人员（包括代办人员）中有１２１２８人次被正
常识别，识别率高达９６ ９９％。如今“最多跑一次”改革浪潮已经席卷全国，
杭州市成功地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场景并提高其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为其他城市政务服务改革采纳人脸识别技术提供了学习的模板。广州、深圳、
天津等城市的公共部门也陆续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于政府治理。目前，人脸识
别技术已经广泛被中国公共部门采纳，成为各地政府在公共治理中运用最广泛
的信息技术之一。

（三）立法禁止：旧金山谈“人脸识别”色变
被誉为“科技之谷”、同样处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前沿的美国旧金山对人脸识

别技术的态度与中国杭州市有着天壤之别。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一直处在科技革命
中心的旧金山市通过了《停止秘密监控条例》（Ｓｔｏｐ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以立法的形式禁止了执法部门和其他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这使得旧金山成
为美国第一座禁止该技术的大型城市。法案的部分条例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ｉｏｎ，ＡＣＬＵ）撰写，该组织也同样参与了马萨诸塞州
萨默维尔市禁止公共部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法案的制定。《停止秘密监控条例》
全面禁止旧金山市当地公共部门，如警察局、治安官办公室等５３个公共部门使
用监控技术，包括车牌阅读装置、监视摄像头、用于预测犯罪活动的软件，以
及虹膜扫描装置和人脸或步态识别软件等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同时，购买任何
类似的新监控设备，如自动识别车牌号系统、带有摄像机的无人机等，都需要
得到市政府的许可。《停止秘密监控条例》开篇点明“监控技术威胁到我们所有
人的隐私，而且监控技术历来更多被用于恐吓和压迫某些由共同的种族、族裔、
宗教、民族血统、收入水平、性取向或政治观点界定的社区和群体”，因此“人
脸识别技术危害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倾向远大于其声称的好处”。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１０日，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通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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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停止秘密监控条例》的修正案，新增了公共部门可以拥有（而非使用）人
脸识别技术的四个前提：（１）人脸识别技术是被捆绑在公共部门所使用的软件、
产品和设备上，并且这些软件、产品和设备中与人脸识别技术无关的功能是公
共部门所必需的；（２）公共部门不是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为目的而获得这些软
件、产品和设备； （３）人脸识别技术无法从这些软件、产品和设备上删除；
（４）拥有这些软件、产品和设备的公共部门不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这项修正
案再次申明和规定旧金山市公共部门即使拥有装有人脸识别技术的软件、产品
和设备，也不能正常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根据条例①，旧金山警察部门公开了目
前所使用或拥有的监视技术的清单，列出的每项技术都经相应流程获得了批准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２０２０）。

尽管美国社会不断地对公共部门采纳人脸识别技术表示出质疑和抵制，但
是联邦层面并没有停止对人脸识别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规划。自２０１５年
起，美国陆续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为人工智能的未来
做准备》（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等一系列国家战略。
２０１９年，美国更新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确立了联邦投资
的人工智能研发的优先领域。在具体技术研发领域，该计划认为联邦政府应持
续对基础ＡＩ研究，如计算机视觉等领域进行长期投资，这将为研发机构带来巨
大的资金投入。在技术应用领域，该计划强调了要扩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进
一步推动“政府—大学—行业”研发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鼓励在人工智能领
域政府与大学或是工业界合作，利用行业专业知识，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解决
政府难题、具有市场效益的产品与服务。通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
计划》的布局，美国增加了对人工智能投资研发的投入，促进了公私伙伴合作
关系的达成，为营造美国人工智能机构和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做出了努力。

然而，当人脸识别技术不断向前发展时，美国社会却普遍对人脸识别技术
提出了质疑：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篇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存
在种族偏见的新闻（Ｌｏｈｒ，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纽约时报》援引美国
商务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报告，再次指出人脸识别技术存在种族和性
别偏见（Ｓｉｎｇｅｒ ＆ Ｍｅｔｚ，２０１９）。针对公共部门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行为，美国
社会表现出了更大的担忧，这些担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对隐私保护的担忧
和对政府过度搜查的担忧。早在１９７４年通过的《隐私法案》（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ｃｔ）是美
国最重要的一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其对政府机构搜集个人信息的做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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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停止秘密监控条例》提出如下要求：禁止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例外情况有限），公
开张贴城市部门拥有或使用的监控技术；信息技术委员会协助制定、审查和批准每个部门所
拥有或使用的所有监视技术的政策，然后将其建议提交给监督委员会；每一项政策都要得到
信息技术委员会、市部门、市长、市检察官和监督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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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如何处置及信息主体权利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隐私法案》赋予了公民知晓
公共部门是否拥有其个人信息的权力，且规定了公共部门在可能导致对个人做
出不利决定时必须由其本人提供个人信息。此外，于１７９１年生效的《美国宪法
第四修正案》（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 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简称《第四修正
案》）规定，政府必须拥有司法许可才能对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物进行
搜查。在１９６７年“卡兹诉美国案” （Ｋａｔｚ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后，《第四修正案》
对公民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个人隐私权，且不再局限于物理层面的信息搜查，
而是将电子监控也纳入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中①。美国社会中抵制
人脸识别技术的群体普遍认为，公共部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意味着政府可以
不需要征得被采集者同意就悄无声息地获取公民的生物特征信息，并且公共部
门可以从海量录像资源中还原个人行迹，实现几乎无间断的监视。因此，向公
共部门推销人脸识别技术的行为引起了美国某些长期以来倡导公民个人隐私与
自由保护组织的反对，其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抵制公共部门采纳人脸识别技
术行动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２０１８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组织了一
起要求亚马逊停止向执法部门出售其人脸识别技术的运动。他们认为，公共部
门不仅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来抓捕犯罪嫌疑人，还可以用于追踪抗议者和政
府部门认为可疑的人，最终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公民权利的被侵犯
（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８）。大量执法机构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将威胁到《美
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核心宪法权利，因为人脸识别技术可以使执法
机构随时定位公民个人所在的位置，推断出公民个人生活的私密细节。

尽管旧金山市公共部门对人脸识别技术有着技术需求，当地也有大量高新
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旧金山市政府还是利用立法手段彻底禁止公共部门对
人脸识别技术的探索性应用。法案支持者普遍认为公共部门大规模采纳人脸识
别技术是对隐私和自由的侵犯，同时也认为，由于人脸识别技术存在的种族、
性别歧视和数据安全漏洞等问题不适合公共部门采纳。在旧金山市表决通过此
项法案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通过这次表决，旧金山市已经声明，人脸
识别技术和健康的民主是不相容的，居民有权对高科技监控技术决策发表看
法”。该组织还呼吁其他城市效仿旧金山市的做法。自旧金山市禁止公共部门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之后，这种以立法形式禁止公共部门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潮流
在美国各个城市蔓延，如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和
伯克利市相继通过了禁止公共部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法案，人脸识别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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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案中，卡兹（Ｋａｔｚ）因被指控用电话在不同州之间传送赌博信息违反了联邦法律而
被宣告有罪。地方法院在审判时采纳了联邦调查局在没有申请搜查令的情况下，通过在户外
公用电话亭安装窃听器搜集的犯罪证据。案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主审大法官斯图尔特提出
了“合理的隐私期待”理论，认为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民对隐私权的期待，最终判定联邦
调查局行为属于非法搜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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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部门大规模采纳和推广的前景并不明朗。

四、讨论：政府技术采纳中的政策反馈效应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浪潮中，美国和中国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根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数据研究中心的《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２０１９），截至
２０１９年３月底，全球活跃的人工智能企业达５３８６家，其中美国、中国、英国、
加拿大、印度位列全球前五。从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来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集
中在北上广和江浙地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集中在加州、纽约等地。从技术研
发角度讲，杭州以浙江大学与阿里巴巴公司为领头，加州则以斯坦福大学与苹
果公司为先驱，推动技术研发与商业应用的发展。从政策资源来看，无论是中
国的中央政府还是美国的联邦政府，都通过多种战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布
局。可以说，这两个城市毋庸置疑在人脸识别技术研发与商业推广方面已经具
有较高的成熟度，但两地对于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与政策主张是迥异
的，这将对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政府治理变革带来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
杭州市政府所制定的相关地方性政策与中央政策及过去的政策保持一致，积极
支持相关主体拓展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鼓励技术研发；反观旧金山市却
是犹豫不前，市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公共部门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结合文献综述
提出的基于政策反馈理论分析框架，我们能够发现两个案例中“过去的政策”
对于政府是否采纳人脸识别技术具有影响，以及背后资源效应机制和解释机制
所发挥的作用。

在杭州市的案例中，资源效应体现在２０１７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该计划作为过去的政策为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铺设了道路，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将为科技企业等机构
提供资金、政策资源方面的支持，激励相关主体自主研发并拓展人脸识别等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此外，中央的战略规划还为地方发展推广相关技术提
供了激励，通过出台《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中
央政府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并为试验区的发展提
供相关资源。在试验区的实践中，地方政府如杭州等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地
方也出台了许多支持政策且特别指出要探索支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社会实验，
探索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方法、新手段。《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计划，通过给予资金和政策资源同时为科
技企业、地方政府提供有效激励，不断推动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共部门的推广。
在解释效应上，《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
了杭州市政府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通过让杭州市民亲身体验信息
技术应用于政府部门的好处而传达了“技术红利”这一信息（见图２）。政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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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与公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在日常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公民通过亲身
经历感受到技术融入政务带来的办事效率的提高与政府服务的重构，从而对技
术与政务的融合持有较好的预期，“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过渡也使得人们更容
易接受“人脸识别＋政务服务”。在杭州，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都推动着人脸识
别技术在政府中的采纳与推广，不断深化政府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改革，巩固了
现有的政策，带来了积极的政策反馈效应：杭州市凭借其率先实现全市人脸识
别比对系统数据联网，成为国内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模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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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杭州市政府成功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政策反馈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旧金山的案例中，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
战略计划》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政策也通过资源效应提供资金、政策等资源激
励科技企业等企业主体并产生了积极的政策反馈。但是，过去的政策所发挥的
解释效应却对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有着消极的政策反馈。在解释效应上，旧
金山案例不同于杭州市案例，过去的政策带来的是对于隐私的担忧而非对于新
技术的期待。自１９７４年美国的《隐私法案》颁布以来，公民的隐私意识进一步
加强，加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体现出来的对政府过度搜查的担忧，使
得人们对隐私保护，特别是让政府远离公民隐私的诉求不断增加。过去的政策
加强了公民的隐私意识，加之美国公民固有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人们更多
将公共部门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理解为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与公权的滥用。因此，
旧金山市民普遍对人脸识别技术持反对态度。此外，《隐私法案》和《美国宪法
第四修正案》对隐权的强调也与公民自由联盟的目标相一致，这也促使了公民
自由联盟加入这场政策倡议中。最终在利益集团和议会的共同推动下，一直处
在科技革命中心的旧金山市通过了《停止秘密监控条例》。不同于杭州案例中解
释效应的积极影响，旧金山案例中过去的政策塑造了公民强大的隐私意识，并

２７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引发了对于隐私保护和政府过度搜查的担忧，在新闻媒体、智库的宣传报道及
倡导联盟的充分动员下，过去的政策最终形成了消极的政策反馈：旧金山政府被
禁止采纳人脸识别技术，从而导致人脸识别技术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一度停滞。

旧金山案例中过去的政策通过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同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
的政策反馈。那么，为什么消极的政策反馈会占上风从而导致旧金山市立法禁
止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问题或许可以从解释效应的来源、技术问题政治化
和美国的决策机制三个方面解答。首先，解释效应来源于宪法修正案与核心法
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和《隐私法案》确立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核心宪
法权利，且政府不能随意搜查公民隐私的社会共识。一部是颁布已久的法律，
另一部是国家最高法律的修正案，它们在美国的地位和影响自然不言而喻。这
两部法律塑造了公民保护隐私和认为政府具有过度搜查和监视倾向的观念，这
一解释效应是强大且难以改变的。特别是当联邦政府通过出台政策加大对人脸
识别技术领域的投资时，由于人们对政府技术使用的不信任，这种行为反而会
加剧人们对技术的恐惧，进一步放大解释效应带来的消极政策反馈。其次，技
术问题政治化削弱了资源效应。联邦政府出台政策加大对人脸技术领域的投资
确实影响了一批科技公司，使得他们积极研发人脸识别技术并向政府推销技术，
如亚马逊公司曾经向警察部门推销过人脸识别技术。但是很快，媒体就发现人
脸识别技术对于不同种族人群的识别准确率是有差别的。当媒体和反对政府采
纳人脸识别技术的倡导联盟将技术问题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美国公民越来越
担心技术的缺陷和偏见会不成比例地伤害有色人种，从而对技术和科技公司产
生了技术甚至是道德层面的质疑。这种质疑并非完全不合理。２０２０年１月，底
特律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错误识别并逮捕了一名黑人男子，警方在拘留该男
子将近３０个小时之后才将其释放。当技术问题触及种族平等的政治问题，技术
问题政治化的现状打击了科技公司向政府推销人脸识别技术的积极性。科技公
司出于自我声誉和政治风险的考量，减少了推销技术的力度和频次，也减少了
他们在市议会层面通过游说等方式阻止旧金山通过《停止秘密监控条例》的努
力。２０２０年６月，多家科技巨头如ＩＢＭ、微软和亚马逊甚至暂停了向政府提供
人脸识别技术，以应对外界对人脸识别技术中存在种族主义的质疑。最后，美
国的决策机制也一定程度地放大了反对群体的影响力。地方选民可以直接向代
表他们的议员反映自己对人脸识别技术的不信任感，而出于对选民负责和连任
的考虑，议员会倾向于通过禁止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法案。同时，美国公
民自由联盟在旧金山案例中发挥了作为倡导联盟的强大作用，参与到了法案起
草等核心过程，进一步扩大了持有反对意见的选民和倡导联盟的影响力。综合
以上三个原因，美国的传统法律制度、社会问题和决策机制决定了解释效应和
资源效应的相对强度，使得解释效应占上风而最终形成消极的政策反馈，导致
旧金山市决定立法禁止公共部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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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旧金山市政府无法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政策反馈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

研究认为，传统基于理性假设的技术接受模型无法完全解释政府采纳人脸
识别技术的行为。因此，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研究尝试探究制度环境何以影
响政府的技术采纳行为，借助政策反馈理论来理解杭州与旧金山———在人脸识
别方面均有较高的技术研发水平与商业应用水平的两座城市，在政府的技术采
纳结果上出现了明显差异的原因。杭州与旧金山的“过去的政策”均通过资源
效应与解释效应影响当今人脸识别技术在政府的推广，但两地产生了不同的政
策反馈效应，进而对目前的政府采纳技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杭州，过去的
政策所带来的资源激励效应和解释效应均朝着在政府运用的方向推动人脸识别
技术，最终带来了积极的政策反馈。在旧金山市，资源效应与解释效应相互冲
突，解释效应占上风，最终导致了消极的政策反馈效应。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
基于政策反馈的政府技术采纳框架，这一框架聚焦制度环境，考察外部制度环
境变量如何影响政府技术采纳行为，并通过政策反馈理论提供制度变化的微观
解释，展现了各主体与要素间的互动。

目前，中国也陆续出现了对人脸识别技术带来隐私泄露问题的争论。２０１９年，
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①引发了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及其应用的大量讨论；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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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通过短信的方式要求郭某进行人脸识别系统注
册，否则将无法正常入园。郭某认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在未与其进行任何协商，亦未征得自己
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收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因此向杭州
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对郭某诉杭州
野生动物世界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宣判，被告“收集人脸识别信息，超出了必要原则要求，不具
有正当性”，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某１０３８元，删除郭某提交的含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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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月，被提请审议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规定物业服务
人员不得强制业主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施设备。如
果该修订草案通过，《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将成为国内首部对小区人脸识别作
出规范的正式立法。但是这些对人脸识别技术侵犯个人隐私的担忧并未对杭州
市公共部门采纳人脸识别技术产生消极的政策反馈效应，因为这种担忧并非由
来已久，且集中于商业领域的人脸识别应用。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通过立
法保障公民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和限制采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
的使用，如民法典明确了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多重保护；天津市出台的社会
信用条例中明文禁止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采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这轮政策
的出台，或许会对下一轮政府采纳需要采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技术产生或消
极或积极的政策反馈效应。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该研究主要关注了外部的环境因素而忽视
了可能影响政府技术采纳的组织内部变量，如杭州与旧金山政府部门的不同组
织特征：从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的关系来看，在杭州案例中，中央政府的政策
号召对地方政府有较大激励；而从参与主体来看，在旧金山案例中，公民自由
联盟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政府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案例比较提
供了一种制度学派的可能解释，未来还可以通过定量研究对结论进行检验与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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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洋（２０１９）． 人工智能重塑政务服务流程的认知逻辑与技术路径． 电子政务，１１：１０４ － １１１．

５７１

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政策反馈解释：基于杭州与旧金山的案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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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Ｘ． Ｙ． （２０１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１：１０４ － １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米加宁、彭康臖、章昌平（２０２０ａ）． 大数据能驱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吗？电子政务，１：１３ － １９．
Ｍｉ，Ｊ． Ｎ．，Ｐｅｎｇ，Ｋ． Ｊ．，＆ Ｚｈａｎｇ，Ｃ． Ｐ． （２０２０）． Ｃａ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１３ － 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徐磊（２０２０ｂ）． “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
变革． 公共管理学报，１７（１）：１ － １７ ＋ １６８．
Ｍｉ，Ｊ． Ｎ．，Ｚｈａｎｇ，Ｃ． Ｐ．，Ｌｉ，Ｄ． Ｙ．，＆ Ｘｕ，Ｌ． （２０２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７（１）：１ － １７ ＋
１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世界银行（２００７）． 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苏竣、黄萃（２０１９）． 探索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光明日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３４３０６３９． 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访问．
Ｓｕ，Ｊ．，＆ Ｈｕａｎｇ，Ｃ． （２０１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４３０６３９．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０．

苏竣、魏钰明、黄萃（２０２０）． 社会实验：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的新路径． 中国软科学，９：１３２ － １４０．
Ｓｕ，Ｊ．，Ｗｅｉ，Ｙ． Ｍ．，＆ Ｈｕａｎｇ，Ｃ． （２０２０）．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ｆ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１３２ － １４０．

乌镇智库、网易科技（２０１６）． 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Ｗｕｚ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ｅｔＥａｓｙ Ｔｅｃｈ． （２０１６）． Ｗｕｚｈｅｎ Ｉｎｄｅｘ：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薛澜、张慧勇（２０１７）．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７（９）：
１ － ５． 　
Ｘｕｎ，Ｌ．，＆ Ｚｈａｎｇ，Ｈ． Ｙ． （２０１７）．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７（９）：１ － 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楠（２０１０）． 信息技术采纳与电子政务：微观与宏观的综合研究视角．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Ｚｈａｎｇ，Ｎ． （２０１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２０１７）．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调研报告． ｈｔｔｐ： ／ ／ ｚｊｚｄ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ｆｘｙｊ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０４＿ ８３６４４． 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访问．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Ｎ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Ｖｉｓｉｔ
ｆｏｒ Ｏｎｅ Ｉ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ｔｔｐ：／ ／ ｚｊｚｄ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ｆｘｙｊ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０４ ＿ ８３６４４ 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０．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研究中心（２０１９）．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博雅、徐若然、徐晓林、胡辉（２０１８）． 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电子政务，２：８２ － ８８．
Ｚｈｏｕ，Ｂ． Ｙ．，Ｘｕ，Ｒ． Ｒ．，Ｘｕ，Ｘ． Ｌ．，＆ Ｈｕ，Ｈ． （２０１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８２ － 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０３）． 组织社会学十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０３）． Ｔｅ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ｋａｒ，Ｃ． （２００８）．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１１（５），３８９ － ４０１．

Ｂéｌａｎｄ，Ｄ． （２０１０）．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Ｈｏ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２（５），
５６８ － ５９０．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 Ｌ． （２００３）． Ｈｏ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ａｋ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Ｓｅｎｉ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Ｖｏｌ．
８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 Ｌ． （２０１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ｓ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５，３３３ － ３５１．
Ｄａｖｉｓ，Ｆ． Ｄ． （１９８９）．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ｓｅ，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３，３１９ － ３４０．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 Ｊ．，＆ Ｊａｉｍｅ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Ａ． Ｍ． （２０１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９（４），８０３ － ８１５．
Ｈａｃｋｅｒ，Ｊ． Ｓ． （２００４）．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９８，２４３ － ２６０．
Ｈａｅｄｅｒ，Ｓ． Ｆ． （２０２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８，Ｓ１４ － 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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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ｏｂｓ，Ａ． Ｍ．，＆ Ｗｅａｖｅｒ，Ｒ． Ｋ． （２０１５）． Ｗｈｅ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ｎｄｏ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Ｓｅｌｆ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８（４），４４１ －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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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政策反馈解释：基于杭州与旧金山的案例比较◆


